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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合谋：理解“中国之谜”的新视角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标准，中国的制度质量并不高，但中国经济为什么

能够维持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政企合谋分析框架可以解开这个“中国之谜”。
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默许、纵容或鼓励企业选择“坏

的”（如不安全、不环保、不卫生、不合法、吹泡沫等）生产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
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生产安全的隐患。 政企合谋包括但不限于官商

勾结，更强调政府行为而非个人行为。 合谋成本或收益的变化会导致中央政府

在防范合谋和允许合谋之间进行选择，由此形成了一种周期性的政府干预或宏

观调控。 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转型问题，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深入分析

制度、政府和政策的角色，并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的视角出发，才能抓住

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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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论：中国之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而且也

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经济学理论。 世界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柏金斯

（Ｐｅｒｋｉｎｓ Ｄ）认为，理解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就能更好地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世

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①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问题会越来越

重要，而中国经济学者有望通过分析中国问题为经济学本身作出重要贡献。
从 １９７８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今，中国经济已经持续高速地增长了三十多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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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０８ 年，中国的 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１０ １３％，人均 ＧＤＰ 从 ３４４ 美元增加到 ３７７３ 美元（按 ２０１０
年美元计算）。① 贫困人口减少了 ２ 亿人。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用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６ 年的最新数据，描绘了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西方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
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美国）每年的 ＧＤＰ 增长率，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年中国与西方七国集团的 ＧＤＰ 增长率

　 　 图 １ 显示，１９７８—２０１５ 年，除了个别年份，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可谓高歌猛进，远远超过

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主要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负增长，但是中国仍然维持了超过 ９％的高速增长，这是殊为不易的。

然而，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根据制度经济学文献，
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Ｎｏｒｔｈ）等人已经从理论上

证明了这点。② 此外，还有很多经济学家通过跨国经验分析证明了这一点。③背后的逻辑

是，好的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产权，保证契约实施，从而保护私人和企业的投资激励，最终

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标准，中国并没有很好的私有产权制度来保证契

约的实施，④也没有很好的金融和法律制度，⑤清廉水平在世界上仅处于中等水平，⑥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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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没有实行西式的民主制度。①总之，以西方的标准理论无法解释中国三十多年的高

速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之谜”（Ｃｈｉｎａ ｐｕｚｚｌｅ）。
高速的经济增长只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方面，频繁发生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

社会问题则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另一方面。 例如，全世界 ８０％的矿难发生在中国，②大量

的河流被污染，许多城市空气质量堪忧，食品安全无法保证，贪污腐败问题严重，此外还有

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偷税漏税和高房价等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理论上，我们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制度质量很差，经济增长速

度却很快；第二，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同时解释中国“高增长、多事故”的现象。

　 　 二、政企合谋：一个新的框架

　 　 （一）政企合谋分析框架

为了解答上述两个问题，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我与合作者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一个“政企合

谋”分析框架（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③ 这一框架的

基本思路如图 ２ 所示。④

图 ２　 政企合谋分析框架

如图 ２ 所示，一个经济体中有三类博

弈参与人：中央政府（委托人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地方政府（监督者 ／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和企业（代
理人 ／ Ａｇｅｎｔ）。 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

中国特色制度环境下，中央政府授权地方

政府监督企业的生产活动、发展本地经济

（以 ＧＤＰ 衡量），中央政府从企业缴纳的

税收中给予地方政府收入分成（比如分税

制），这是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的一个总

契约（ｇｒ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我们有三个关键假设。 第一，企业作为唯一的生产主体，可以采取

两种技术：一种是“好技术”，成本很高，但是不会发生事故；另一种是“坏技术”，成本很

低，但是容易发生事故。 例如，一家企业安装了排污设备，要增加几十万元的投入，从而提

高了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 第二，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只能观察到企业的产出，但
是不了解企业的生产技术，地方政府了解并且可以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 第三，地方政府

主要官员任期较短，并且通常不是本地人，因此他们只追求短期利益。 根据上述三个假

设，为了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晋升机会和寻租权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可以与企业合

谋，允许企业选择坏技术，此时，政企合谋就发生了。 在合谋时，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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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参考 Ｐｅｒｓｓｏｎ Ｔ，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 Ｇ，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ｔ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Ｎｅｘｕ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 ｎｏ．２（２００９．０７）， ｐｐ．８８－１２６．
Ｔｕ Ｊ Ｊ，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 Ｈｅｅｌ，”Ｃｈｉｎ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ｏ． ３（２００７）， ｐｐ．３６－６３．
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包括聂辉华、李金波：《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第 ７５－９０
页；聂辉华、蒋敏杰：《政企合谋与矿难：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６－１５６ 页。
关于政企合谋分析框架的早期介绍，可参考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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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签订了一个隐性的私下契约（ｓｉｄ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地方政府得到了政绩和企业的利益输送；
企业则因为节约成本而增加了利润，同时经济在短期内以较低成本高速增长。 这里说的

“政企合谋”是指地方政府默许、纵容或鼓励企业选择“坏的”（如不安全、不环保、不卫生、
不合法、吹泡沫等）生产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的行为。 政企合谋包括但不限于官商勾结，
更强调政府行为而非个人行为。

我们再加上一个关键假设：第四，中央政府有更长远的任期和预期，同时关心经济增

长和社会稳定。 企业一旦采取了坏技术，就会以一定概率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矿难、
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这些事故会以一定概率被第四方（例如媒体）曝光，此时，中央政

府得知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了合谋。 面对政企合谋，如果中央政府认为合谋的负面后果

足够小，或者合谋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超过了社会稳定成本，中央政府就会容忍这种合

谋；反之，如果合谋导致的负面后果足够大，或者合谋导致的社会稳定成本超过了经济增

长的收益，中央政府就会惩罚政企合谋，例如撤销地方官员的职务，对企业进行经济处罚

甚至责令停产，等等。
动态地看，合谋成本或收益的变化会导致中央政府在防范合谋和允许合谋之间进行

选择，由此导致了一种周期性的政府干预或宏观调控。 如果中央政府要防范合谋，既可以

加大对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也可以设立一个直属机构（例如安监局、质
监局等），对企业生产进行直接监督。 地方政府对应于中国政府体系的“块块”，直属机构

对应于“条条”，两种机构设置体现了中国在属地管理和垂直管理方面的内生选择。
政企合谋分析框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形象地描述，从而揭示中国当前“高增

长、多事故”的状况。 甲地区有两家造纸厂：Ａ 厂不安装环保设备，会产生污染，成本为

２０００ 元 ／吨；Ｂ 厂安装了环保设备，不会导致污染，成本为２２００ 元 ／吨。 如果市场是充分竞

争的，并且价格为 ２１００ 元 ／吨，那么 Ａ 厂会更快发展并打败 Ｂ 厂。 预见到上述情况，Ｂ 厂

将不得不采用有污染、低成本的生产技术。 如果甲乙两个地区之间存在招商引资竞争，那
么每个地区的政府都会与造纸厂合谋，默许其采用会产生污染的生产技术，否则该地的经

济增长就会落后于对手。 因此，政企合谋是一种“囚徒困境”。 最终，会产生污染的造纸

厂比正常企业更快增长，同时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

　 　 （二）政企合谋框架的应用 Ｉ：对矿难的解释

以矿难为例，证明政企合谋如何导致了“高增长、多事故”的现象。 煤矿灾难是中国

最严重的生产安全事故之一，也是体现国家治理水平的难题之一。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中国

矿难导致的死亡人数年均高达 ４６４３ 人，是同期美国矿难死亡人数的 １４０ 多倍。① 与此同

时，中国的原煤产量一直在快速增长，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超过 １１％。②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

煤炭产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位，煤炭产业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为什么中国的矿难频繁发生？ 现有文献主要有四种解释：工人素质论、乡镇煤矿论、投入

不足论、监管缺失论。③ 聂辉华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政企合谋论，即地方政府和煤矿

８

①

②

③

数据来自 Ｎｉｅ Ｈ Ｈ， Ｚｈａｏ Ｈ Ｎ，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Ｄｅａ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ａｌ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
ｐｅｒ， ２０１５．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
聂辉华：《从管制型国家到治理型国家———以煤矿安全为例》，《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第 ２３－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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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间的合谋是矿难频发的主要原因。① 根据这一框架，地方政府及官员为了政治晋升

和经济绩效，会默许甚至纵容煤矿企业采取不安全的生产技术；在煤矿企业获得更高利润

和更多产量的同时，矿难则会以更高的频率发生。 在现实中，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的合谋

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放松对“四证一照” （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

证、矿长资格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的审核，对安全生产疏于监管，减少对安全生产的资金投

入，帮助煤矿企业隐瞒死亡人数，纵容地方官员在煤矿入股，等等。 如果完全按照严格的

标准流程作业，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矿难，那么，煤矿产量也会相对减少。 因此，几乎每一

次矿难的背后，都能发现政企合谋的痕迹。 例如，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７ 日，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

大兴煤矿发生特大矿难，１２１ 名矿工死亡。 对兴宁矿难的调查显示，当地的不少政府官员

（包括广东省安监局副局长胡建昌）都接受了矿主的巨额贿赂，这个矿井虽多次被勒令停

产整顿，但每次都轻松过关。②

贾瑞雪和聂辉华对政企合谋导致矿难的逻辑进行了严谨的计量检验。③ 由于政企合

谋本身是违规或违法的，因此难以直接观察到。 但是，一些外生的特征会降低政企合谋的

成本，从而提高矿难的发生概率。 计量识别的策略就是在影响合谋的外生变量与矿难之

间建立因果关系。 １９９８ 年，原来由国家煤炭工业部主管的 ９４ 家国有重点煤矿被下放给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获得了煤矿的生产权和安全管理权；２００１ 年，新成立的国家安监总局

又将安全监察权上收回中央。 于是，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国有重点煤矿经历了集权（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 年）、分权（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再集权（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三个阶段。 这一外生的政策变

化相当于自然实验，在计量回归中可以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 收集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中国

２２ 个省份国有重点煤矿的矿难数据和主要官员数据，以百万吨煤死亡率衡量矿难发生的

严重程度，以分权作为合谋的代理变量，以主管生产安全的副省长是否是本地人作为合谋

交易费用的代理变量。 通过省份固定效应模型和官员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研究发现：第
一，在分权条件下，合谋更容易发生，矿难死亡率更高；第二，在分权条件下，合谋的交易费

用越低（即主管生产安全的副省长是本地人）时，合谋更容易发生，矿难死亡率更高。 此

外，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年煤矿企业的数据发现，在分权和主管生产安全的副省长是本地人

的情况下，煤矿企业的产量更高，员工人数更多。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高增长”和“多
事故”这两个中国模式之特征的并发性和关联性。

政企合谋框架不仅可以解释矿难的发生，还可以解释矿难次数的周期性波动。 聂辉

华等人发现，各省在召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期间、春节期间，矿难发生次数和

死亡人数都会显著下降，但是煤矿安全水平（以百万吨煤死亡率衡量）并没有真正提高。④

９

①

②

③

④

聂辉华、蒋敏杰：《政企合谋与矿难：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６－１５６
页。 Ｊｉａ Ｒ Ｘ， Ｎｉｅ Ｈ Ｈ，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ａｌｍｉｎｅ Ｄｅａｔｈ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ｔｈ⁃
ｃｏｍｉｎｇ， ２０１５．
《兴宁矿难让多名官员落马》，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ｏ ／ ２００６－１２－２１ ／ １０３１１０８２９４３４ｓ．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４ 日。
Ｊｉａ Ｒ Ｘ， Ｎｉｅ Ｈ Ｈ，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ａｌｍｉｎｅ Ｄｅａｔｈ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Ｎｉｅ Ｈ Ｈ， Ｊｉａｎｇ Ｍ Ｊ， Ｗａｎｇ Ｘ 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ｍｉｎ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４（２０１３．１１）， ｐｐ．９９５－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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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矿难次数伴随政治周期波动的现象，实质是中央政府对政企合谋的容忍度随政治周

期发生的变化。 在政治敏感时期（“两会”和春节期间），社会稳定比经济增长更重要，因
此中央政府会打压政企合谋；在其他时期，经济增长被置于优先地位，因此中央会容忍一

定程度的政企合谋。 由此，矿难的次数存在周期性波动的现象。

　 　 （三）政企合谋框架的应用 ＩＩ：对更多现象的解释

聂辉华等人关于政企合谋导致矿难的研究思路引发了一系列后续研究，目前，政企合

谋框架已被成功地用于分析高房价、土地违法、环境污染、偷税漏税等现象之中。 这些现

象，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副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润滑

剂”。
聂辉华和李翘楚将政企合谋框架引入房地产市场，从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释

了地方高房价现象。① 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３１ 个省级地区的住宅商品房数据，以土地

出让金占财政支出比重、房地产行业的国家资本金、保障房投资额三个指标来度量政企合

谋，并结合需求和供给因素，分析了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 研究发现，土地出让金占财政

支出的比重、房地产行业的国家资本金与房价显著正相关，而经济适用房投资额对房价没

有产生平抑作用。 这说明，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政企合谋拉高房价。
张莉等人将政企合谋框架用于分析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和土地出让行为。② 在现实

中，大量的土地违法事件都是地方政府默认下级政府违规出让土地或者突破耕地保护范

围，这是违背中央规定的，是一种地方政府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合谋行为。 他们推测，从合

谋的交易费用上讲，本地官员以及本地晋升的官员（含省长）参与合谋的成本更低，从而

导致土地违法现象更为严重。 使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中国省级层面的土地违法案件样本，研
究发现：当本地官员合谋参与土地违法行为时，涉案的土地面积平均增加了 ３０％以上，涉
案的耕地面积增加了 ５０％以上。 之后，张莉等人使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中国 ２８２ 个地级及地

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平均而言，本地晋升的市长多出让约 １０％的土地。 他们认

为：这一现象不能被地方官员的土地财政、土地引资动机以及地方官员的本地知识和天然

的感情联系等因素所解释；真正的原因是本地晋升的官员具有更大的合谋可能性，证据之

一是，本地晋升的市长更多地通过挂牌而非拍卖的方式来出让土地。③

从直觉和案例上看，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政企合谋的结果。 事实上，有多篇论文

从政企合谋的角度解释了环境污染现象。 梁平汉和高楠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我国 ２８７ 个

城市的市长和城市的匹配数据，发现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政企合谋是导致环境污

染难以治理的主要原因，而政企合谋的重要原因是地方官员的任期不稳定以及较差的法

制环境。④ 龙硕和胡军用三个指标度量某个地区的政企合谋程度：腐败案件数、主管官员

任期及主管官员是否在企业工作过。 他们使用了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年 ２８ 个省份的污染数据，

０１

①

②

③

④

聂辉华、李翘楚：《中国高房价的新政治经济学解释———以“政企合谋”为视角》，《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０－６２ 页。
张莉、徐现祥、王贤彬：《地方官员合谋与土地违法》，《世界经济》，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７２－８８ 页。
张莉、高元骅、徐现祥：《政企合谋下的土地出让》，《管理世界》，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第 ４３－５１ 页。
梁平汉、高楠：《人事变更、法制环境和地方环境污染》，《管理世界》，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６５－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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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政企合谋将加剧地区环境污染。① 张俊和钟春平也有类似的结论。②有意思的是，袁
凯华和李后建利用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年省级废气排放数据和官员数据，以官员是否在本地晋升

以及官员年龄作为政企合谋的代理变量，发现政企合谋框架可以很好地解释策略性废气

减排，而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天堂假说以及财政分权假说则没有通过检验。
地区竞争是导致政企合谋的一个重要原因，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进行税收竞争，容

忍乃至帮助企业逃税或者偷税漏税。 范子英和田彬彬利用 ２００２ 年所得税分享改革这一

自然实验，发现由地税局征税的企业逃税现象比由国税局征税的企业更加严重，这其实就

是政企合谋的结果。③ 最近，范子英和田彬彬以 １９９８ 年实施的国税局长异地交流制度为

自然实验，以局长任职经历差异度量政企合谋，并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
再次研究了政企合谋对企业逃税的影响。 他们发现：本地晋升的局长政企合谋的程度更

严重，由此导致的企业平均税负相差 １７％；政企合谋导致的逃税现象仅存在于流动性较高

的企业，如外企和私企；监管相对较松的企业所得税逃税较多，监管相对更严的增值税则

不受政企合谋的影响。④

此外，王永明和宋艳伟从政企合谋的角度解释了地方信贷配置问题，⑤聂军和柳建文

从政企合谋的角度解释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出现逻辑和解决之道。⑥

　 　 三、政企合谋框架与相关理论的比较

面对“中国之谜”，一些经济学者提出了不同于标准西方教科书的观点。 还有一些经

典理论，虽然不是直接应针对“中国之谜”，但是也被认为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如何

看待这些观点或理论对于“中国之谜”的解释？ 与这些文献相比，政企合谋框架的优点和

缺点是什么？ 比较与中国经济增长有关的七种主要理论，分析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具体如

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与中国经济增长相关的主要理论

理论 优点 缺点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有文献传统，有理论模型和计量
检验

缺乏企业，无法描述政企关系；对中央与地
方关系的描述过于理想化；无法解释经济
增长的负面后果

晋升锦标赛理论 数据容易收集，文献较多
没有企业，难以解释政企关系；难以度量政
治关系；难以解释非经济部门主要官员及
普通官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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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硕、胡军：《政企合谋视角下的环境污染：理论与实证研究》，《财经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３１－１４４ 页。
张俊、钟春平：《政企合谋与环境污染———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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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理论 优点 缺点

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 强调了地方政府的逐利性 缺乏严格的理论和经验检验

俘获理论 文献传统悠久，有理论模型 缺乏系统的经验研究，难以解释高增长

寻租或腐败理论 文献传统悠久，有理论模型 经验研究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

政治关联理论 测度简单，文献较多
政治关联被假定为外生的；不能体现政府
间关系；缺乏对负外部性的揭示

政企合谋理论
抓住了经济增长的主要角色，对
其他理论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难以测度合谋，尚未拓展至更多问题，文献
较少

　 　 第一种观点是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中国特色的

制度主要是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威权体制。①在这一体制下，地方政府如同一个

企业的多个事业部，既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自主权，又面临近似同质的业务。 因此，地方政

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会展开激烈的地区经济竞争，从而在客观上推动地区经济高

速增长。②

第二种观点是晋升锦标赛理论。 在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出现之后，一些学者从更加微

观的角度对中国地区竞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论证。 他们认为，地方主要官员的经

济绩效与他们的政治升迁概率是正相关的。 因此，地方官员为了政治晋升的目的，会努力

招商引资，发展生产，从而推动 ＧＤＰ 不断增长。③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上述

文献不能仅仅停留于此，一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首先，既然竞争能够引导地方政府促进

经济增长，为什么竞争不能引导他们提高生产安全保障，减少环境污染呢？ 其次，上述文

献没有讨论中央政府的最优决策，从而难以解释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容忍经济增长的负面

后果。 再次，上述文献没有分析企业的角色，因此缺乏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在经济学或政治学文献中，还有一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理论，也被认为对中

国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例如，表 １ 中的第三种观点———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认

为，在财税体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硬化了，为此地方政府不得不与企业合作，
通过行政手段支持辖区企业的发展，深度干预企业行为，以至于地方政府本身就像一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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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Ｘｕ Ｃ 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４（２０１１）， ｐｐ．１０７６－１１５１．
这方面的经典论文是 Ｑｉａｎ Ｙ Ｙ，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Ｂ Ｒ ，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ｖｏｌ．１， ｎｏ．２（１９９６）， ｐｐ． １４９－１８５．更全面的综述，参考杨其静、聂辉华：《保护

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经济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９９－１１４ 页。
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包括：Ｂｏ Ｚ 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５， ｎｏ．１２（１９９６）， ｐｐ．１３５－１５４． Ｌｉ Ｈ Ｂ， Ｚｈｏｕ Ｌ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８９， ｎｏ．９－１０（２００５．
０９）， ｐｐ．１７４３－１７６２．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

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第 ３－１０ 页。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７ 期，
第 ３６－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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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经营的公司。①该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乡镇企业以及农村工业的发展。 应该说，这一

理论抓住了地方政府“帮助之手”或“攫取之手”背后的逐利动机，但是该理论没有建立一

个正式的数学模型，也缺乏系统的经验检验，因而不能回答一些关键问题。 例如，在什么

条件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会产生积极的结果（增长），什么时候会产生消极的结果

（污染）？ 中央政府的行为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
第四种观点是俘获理论，该理论与本文分析的环境污染、生产安全等规制问题有关。

俘获理论认为，政府的规制政策被产业的利益集团所收买，规制的目的在于提高在位者的

收益，而不是真正为了公共利益，因此规制政策总是失败的。②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产

业规制政策，但是它与经济增长无关，而且当存在多个利益集团博弈时，难以进行经验检

验。 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压力集团，此时，产业政策的

规制效果是不确定的。 此外，在俘获理论中，立法机构和中央政府的角色被忽略了，过于

强调规制机构或官僚的利益诉求，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制度环境。
第五种观点是寻租或腐败理论，该理论对转型经济中官员和企业行为的分析向来受到

高度重视。 一些学者认为，给定政府管制是无效率的，官员通过寻租或者腐败的方式可以为

经济增长的车轮提供“润滑剂”，从而实现“次优”经济增长。 背后的机制是，通过腐败绕开

管制的做法可以为官员个人提供经济激励，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出，可以实现稀缺资源的相对

有效配置。③ 上述文献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有较大

的启发意义。 不过，寻租或腐败理论的文献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关于腐败与经济增长关系

的经验研究结果是相互矛盾的。 有不少学者发现，腐败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 从各国经验

来看，既存在高腐败、高经济增长的国家（例如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也存在高腐败、
低经济增长的国家（例如拉美国家）。 因此，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显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
关键在于隐藏在幕后的激励机制，而对激励机制的分析离不开对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博弈

的研究，这一点正是目前的寻租或腐败理论的模型所缺乏的。
与政企合谋分析框架最接近的是第六种观点，即政治关联理论。 该领域的文献通过

识别企业与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分析这种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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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３（２００４）， ｐｐ． ２７８－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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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① 研究通常发现，通过建立政治关系，企业可以获得比同行更多或更优惠的政府补贴、
银行贷款和订单，但是，很少有文献分析这类行为给市场带来的扭曲和一般均衡意义上的

福利后果。 更主要的问题在于，政治关联理论的文献外生地假定了政治关系的存在，而实

际上，如何建立政治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此外，政治关联理论分析的对象是单个企业或

企业主与政府的关系，而不是整体上的政企关系。
总而言之，即便上述理论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正面，也难以解

释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 有少数文献注意到了中国地区竞争的负面效应，例如地方保护

主义和重复建设等问题，②但是，这些文献并没有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同时解释“高增长”
和“多事故”，也没有建立正式的模型。

与上述理论相比，政企合谋分析框架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各类事故方面具有明显

的优点。 首先，政企合谋分析框架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作为博弈的三个主体，抓
住了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角色，从而便于将理论拓展到各类中国经济问题乃至政

治或社会问题。 其次，政企合谋分析框架强调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理解

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 在分析方法上，由于微观计量经济学的成熟

发展，大量关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库得到开发，政企合谋框架有望得到翔实、严谨的

经验检验。 再次，政企合谋分析框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同时具有自己的特性。 在强调地

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方面，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晋升锦标赛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作为政

企合谋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但是政企合谋分析框架增加了官员寻租收益作为第三种动

力机制。 更重要的是，政企合谋分析框架能够将经济高速增长和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有机

地统一在一个模型里，这是其最重要的特色。 当然，瑕不掩瑜，政企合谋分析框架“诞生”
较晚，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对政企合谋程度的测度以及更为坚实的一般均衡

模型等。

　 　 四、未来议题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因此，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转型问

题，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深入分析制度、政府和政策的角色，并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博弈的视角出发，才能抓住根本。 为了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同时解释各种生产

安全事故为何屡有发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政企合谋模型在近年来被构建并发展起

来，并被广泛应用于矿难、环境污染、土地违法、企业逃税等多个领域。
目前，政企合谋分析框架不仅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而且产生了较大的政策影响。③

当然，作为一个新创建的分析框架，政企合谋理论还有一些不足，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

究的重要议题。 下面，简单地概述一下未来的研究议题，希望感兴趣的学者共同将政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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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代表性文献包括：Ｆｉｓｍａｎ 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１， ｎｏ．４
（２００１．０９）， ｐｐ．１０９５－１１０２． Ｆａｃｃｉｏ 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６， ｎｏ．１（２００６．
０３）， ｐｐ．３６９－３８６．
例如沈立人、戴园晨：《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经济研究》，１９９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１９ 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一文被南京大学 ＣＳＳＣＩ 期刊引用 ３０ 次，被中国期刊网的期刊引

用 １２２ 次。 相关的政策建议曾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



聂辉华： 政企合谋：理解“中国之谜”的新视角

谋分析框架发展为一个既有中国特色又能通用于全世界的分析框架。
第一，政企合谋的测度。 目前，对于政企合谋的度量基本上采取间接推测的方法，通

过政府主管部门领导的个人特征（是否属于本地人或是否从本地提升）来判断地方政府

与企业合谋的概率。 要寻找更直接的证据，特别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交换。 例

如，企业从合谋中获得了多少额外利润，政府为此获得了多少财政收入或增加了多少就业

岗位，等等。
第二，政企合谋的微观基础。 可以讨论不同类型企业构建政企联盟的差别。 国有企

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参与政企合谋时有什么差别，企业之间的竞争如何

对政企合谋的建构和瓦解产生影响，等等。
第三，政企合谋的历史基础。 中国当下的政企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 自古以来，

中国的企业就依附于政府，这一点似乎与欧洲颇为不同。 历史上的官商关系如何影响当

下的政企关系，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一种平等的政府与企业的契约关系，种种问题值得

深入研究。
第四，政企合谋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如何，以下问题可以进

行研究，例如政企合谋是否会导致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政企合谋与政治经济周期

（ＰＢＣ）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技术变迁、外生需求或供给冲击是否会影响政企合谋，等等。
第五，影响政企合谋的制度环境。 不同的政治体制或经济制度对政企合谋有什么影

响？ 该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当前的研究一直忽略了对居民的分析，而他们的作用显然也

很重要。 居民在防范或瓦解政企合谋中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这些作用将如何影响政府和

居民的博弈？
第六，地方竞争与政企合谋。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如何影响政企合谋？ 政企合谋促

使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企业之间进行“竞优”还是“竞次”？
第七，全球视野内的政企合谋。 政企合谋是中国特有的，还是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这

个问题值得进行拓展性的比较研究。 例如，政企合谋发生在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是否也

曾发生在俄罗斯、东欧那些转型国家？ 在日本、韩国这样的亚洲发达国家，是否经历过政

企合谋的阶段？ 在越南、新加坡这样的威权国家，政企合谋是否依然存在？ 在美国、英国

这样的发达国家，是否经历了政企合谋的阶段？
第八，政企合谋的动态研究。 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企业在什

么条件下会退出政企合谋联盟？ 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私下契约如何实施？
第九，政企合谋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同样是政企合谋以及腐败，为什么似乎只

有中国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拉美和非洲国家的腐败为什么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可见，光
有“坏技术”还不够，还必须有其他的配套制度，这些配套措施值得比较和研究。

第十，政企合谋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与影响。 目前，政企合谋框架主要用于分析矿难、
环境污染、土地违法、偷税漏税等问题，实际上，地方债、房地产泡沫、新能源汽车泡沫以及

产能过剩等问题的背后，都存在政企合谋的因素。 如何将政企合谋框架推广到更多领域，
进而推动该理论框架本身的完善，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责任编辑：沈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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